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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地质学家和社会学家广泛关注“人类世”这一新概念，但是，对于“人类世”的时间跨度仍然存在很大争议。 在结合前人

研究结果的基础上，对人类世提出了新的划分方法：认为人类世是一个以人类活动为主导因素的地质时期，要探讨人类世的生态

与环境演化过程，就需要寻找一种有时间序列、分辨率高、分布范围广并且与生物活动紧密相关的沉积层。 选取粪土层作为过去

生态环境信息记录的新载体，运用多学科交叉的方法探索南极生态、气候和环境变化的问题，是南极无冰区生态地质学的理论基

础。 南极无冰区生态地质学是人类世生态地质学的组成部分，是沉积学与地球化学、考古学、生态学多学科交叉的结果，它的理

论和方法已被成功地运用到北极和中国的南海地区，它应该放在全球的沉积学大平台上，开拓新的领域。 并详细讨论了人类世

生态地质学的研究方法及应用实例，对于了解人类世以来气候、环境和生态的变化及其与人类活动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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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从地质学角度来看，人类活动时期非常短，但是

却对地球环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尤其是近几千年

来，人类活动对地球环境、大气组成成分的改变等标

志着地球可能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以人类为主导因

素的地质时期，即 Ｃｒｕｔｚｅｎ［１］ 提出的“人类世” （Ａｎ⁃
ｔｈｒｏｐｏｃｅｎｅ）概念。 这得到了国际学术界和公众对这

一概念的广泛关注［２⁃３］，并且由此创办了相关的学术

期刊：Ｔｈｅ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ｃｅｎｅ、Ｔｈｅ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ｃｅｎｅ Ｒｅｖｉｅｗ 和 Ｅｌｅ⁃
ｍｅｎｔａ。 而对这一新的地质时期的开始年代及其划分

成为了一个新的科学问题［３⁃５］，目前科学界对于人类

世的开始时间尚未达成统一认识，因此本文结合前人

的研究成果，就人类世提出了一种划分方案供学者们

讨论。
人类世是一个以人类为主导的地质时期，在这个

时期，人类在太短的时间内，以太快的速度改变了地

球的环境。 从全球的尺度来看，它史无前例地超越了

自然力对地球环境的改造。 因此，我们在研究人类世

地球系统与环境演化的过程中，不得不把人类活动对

地球系统和自然环境的改变考虑在内。 南极无冰区

生态地质学［６］作为全球变化与地球系统科学这两个

新兴科学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选取粪土沉积层为研

究载体，运用多学科交叉整合的方法，来探索宏观的

生态、气候和环境变化的主题。 这一整套研究方法已

经成功用于研究全新世以来企鹅、海豹和磷虾等海洋

生物数量变化及其影响因素［６⁃１１］、粪土沉积中有机地

球化学及其环境意义［１２⁃１４］ 以及人类文明在粪土沉积

层中的历史记录［１５⁃１６］ 等方面。 作为人类世研究的一

个部分，南极无冰区生态地质学这套方法和理论已经

成功运用到北极和中国的南海地区，因此，也可以应

用于人类世生态地质学的研究，这对于了解人类世以

来气候、环境和生态的变化及其与人类活动的关系具

有重要意义。

１　 定义人类世

２００２ 年，诺贝尔奖获得者 Ｃｒｕｔｚｅｎ［１］ 提出“人类

世”，他们的方案是技术在现代社会的中心作用及

其环境影响，起点应当与工业革命和瓦特发明蒸汽

机一致，它的时间跨度定为公元 １７８６ 年至未来万

年。 这一新的地质时代概念引发了地质学家和社

会科学家广泛的关注。 由 ３７ 位科学家组成的人类

世工作组中约一半是地质学家，其余的有考古学

家、古生物学家、气候专家、大气科学家还有其他学

科的代表，这表明人类世研究已经与传统地层学的

工作方法有明显的不同。 Ｌｅｗｉｓ ｅｔ ａｌ．［４］提出，最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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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环境变化提示地球可能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以

人类为主导的地质时期。 他们综合论述了人类世 ４
种不同的时间下限的划分方案后认为，目前提供的证

据表明在各个被推荐的时间点中有两个似乎满足标

准，并可以作为人类世开始时间：１）在 ＬａｗＤｏｍｅ 冰芯

的 ２８５．２ ｍ 处，记录到的大气 ＣＯ２下降到低谷为２７１．８
×１０－６，定年为公元 １６１０（±１５）年，可以作为一个适当

的全球层型剖面和点位（ＧＳＳＰ）标志；２）公元 １９６４ 年

的１４Ｃ 峰值。 其他一些地层学家则建议将公元 １８００
年作为人类世的开始［５，１７］，尽管缺失相应的全球地质

标志。 Ｍｏｎａｓｔｅｒｓｋｙ［１８］的评论倾向认为：“过去六十年

无疑是人类历史上人类和自然关系发生最深远的转

变的一个阶段。” 原子弹试验引起的全球放射性尘埃

被提议为一个全球事件的圈层标志。 选择公元 １９６４
年作为新的人类世基准，符合确定地质界线的严格

标准。
刘东生［１９］认为广泛的地层学证据表明应将“人

类世”时间的下限定于全新世这个阶段。 从某种程

度上，人类世和全新世在时间上是可以重合的，但在

研究内容上，人类世更为强调人类活动对自然界的适

应和改变。
也许，上述的这些讨论，都有道理，但是没有一种

观点能得到普遍的认同。 我们认为，“公元 １９６４ 年”
这个起点让人类世研究者的工作领域显得太过局促，
同时，１３７Ｃｓ的半衰期太短，在“后人类世”能否被智慧

的生物检测出来也是个疑问；“公元 １６１０ 年”或“公
元 １７８６ 年”的显著效果是 ＣＯ２的缩小和放大效应，但
是南北极的冰芯并不是永恒的，甚至可以怀疑它们能

否比人类世的时间更久远；其他主张的 ＧＳＳＰ 界线都

面临同样的问题。 这使得我们要有“另类思维”来重

新考虑“人类世”的问题。
首先，地球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一种自然力量能在

“百年”这样的时间尺度上如此快速地改变着地球的

外地圈，人类世应该标志着以人类因素为主导改变地

球环境的进程。 这就决定了不能用传统的地层学方

法去划分人类世；其次，我们没有必要为后人类世的

智慧生物考虑他们能识别的方法去划分人类世。 因

为，人类活动的蛛丝马迹、文化遗存和历史记录的绝

大部分都将在后人类世消失。 但是，他们会有自己的

科学方法去解读我们的历史，如同我们今天解读恐龙

的历史一样。 实际上，我们对恐龙历史的了解较之实

际所发生的肯定是九牛一毛。 而我们要做的是为人

类服务，并解读人类那些已经记录和未曾记录的历

史，以及人类活动对这个星球的影响。
同时，人类活动是一个进程，从有显示改造环境

的记录开始到逐步地显著改造环境，寻找那些人类活

动留下的遗迹，尤其是其中带有突变意义的重大事

件。 事实上，近年来科学家对于石器时代，尤其是新

石器时代的研究，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人类文明

在全新世整个时期取得较大的进步。 在中国，有北方

的大地湾文化（距今 ４ ８００～８ ０００ 多年）、南方的河姆

渡文化（距今 ６ ０００～７ ０００ 年），有跨越南北方的大汶

口文化 （距今４ ５００～ ６ ５００ 年） 和龙山文化 （距今

４ ０００～４ ５００ 年），有历史记录的中华文明已经有接

近５ ０００ 年的历史，几乎每一个王朝都留下了遗址剖

面，它们构成了“人类世”典型的地质历史事件和人

类历史文化发展的过程。 因此，文化的发展对自然产

生的影响和自然对人类的影响都在相应的地质剖面

中留下了痕迹，由于时间距现在很近，这些痕迹比过

去任何地史时期都更加清晰。
定义人类世的开始作为一个正式的地质年代的

时间点需要在地层学材料（例如岩石，沉积物或冰川

冰）中找到一个全球标志事件的位置，即全球层型剖

面和点位（ＧＳＳＰ），加上其他辅助地层标志，指示地球

系统的变化。 或者，在一次地层证据调查之后，能够

由委员会确定一个时间点，被称为全球标准地层年代

（ＧＳＳＡ），即“金钉子”，是首选的边界标志。
目前，人类世 ＧＳＳＰ 界线的多个主张都无法得到

普遍的认同，并且人类在几千年前就已经开始逐渐显

著地改造地球环境，我们提议将人类世紧随更新世并

取代全新世，人类世可分为四个发展阶段（图 １）：早
人类世（１１ ７００～５ ０００ Ｂ．Ｐ．）、中人类世（５ ０００ Ｂ．Ｐ． ～
１ ７６５ Ｃ．Ｅ．）、晚人类世（１ ７６５～１ ９４５ Ｃ．Ｅ．）和新人类

世（公元 １９４５ 以后），这个方案吸纳了关于人类世的

其他各种设想。
距今 １１ ７００ 年以来，人类逐渐从末次冰期中走

出来， 并 开 始 适 应 和 改 造 自 然， 进 入 新 石 器 时

代［２０⁃２１］。 距今 ５ ０００ 年前后，由于人类活动导致的甲

烷排放量的升高［４，２２］ 可以作为早人类世和中人类世

的分界点，标志着人类适应自然环境的能力不断增

强，人类活动开始显著地改造大气，逐渐进入以农耕

文明为主的时期。 而公元 １７６５ 年第一次工业革命开

始，化石燃料的加速使用和一系列快速的社会变革对

人类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１，５，２３］，预示着人类从农

业社会正式步入工业社会，可以作为中人类世和晚人

类世的分界点。 从 １９４５ 年最初的核爆开始，人类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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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以原子弹爆炸为标志的核能时代，人类活动对地球

系统的影响日趋显著。 Ｌｅｗｉｓ ｅｔ ａｌ． ［４］ 认为从 １９５０ 开

始是一次“伟大的加速”，主要标志有人类数量的急

剧膨胀、自然过程的巨大变化以及新型材料的快速发

展等，这也标志着人类进入快速改变地球环境的现代

社会，即新人类世。

图 １　 人类世的划分方案

图中年龄单位为百万年，顶部两个分界线使用的是公元纪年

Ｆｉｇ．１　 Ｓｃｈｅｍ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ｃｅｎｅ
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 ｍａｒｋｅｄ ｉｎ ｍｉｌｌｉｏｎｓ ｏｆ ｙｅａｒｓ， ｅｘｃｅｐ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ｏｐ ｔｗｏ 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
ｍａｒｋｅｄ ｉｎ Ｃ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Ｅｒａ）

２　 人类世生态地质学研究载体———粪

土沉积

　 　 刘东生在“开展人类世环境研究，做新时代地学

的开拓者”这篇文章中提出要积极考虑诺贝尔奖获

得者 Ｃｒｕｔｚｅｎ 提出的“人类世（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ｃｅｎｅ）” ［１］ 这一

新的研究方向，并指出“人类世是研究大约 １０ ０００ 年

以来人类活动和自然环境构成的地球系统的变化及

适应的可持续发展性。 作为第四纪地质的一部分，人
类世的环境问题关系到人类社会的全面问题和应当

涉及人类未来的现实问题，它要求第四纪环境工作者

思考自己的科学问题时具有强烈的社会意识，所以它

又是一门属于人的科学” ［１９］。
探讨人类世的生态历史和环境演化过程需要找

到一种有时间序列的、分辨率高、分布范围广且与生

物活动紧密相关的沉积层。 大量研究表明［９⁃１１，２４⁃２６］，
含有企鹅、海豹、巨海燕等海鸟、海兽的排泄物的沉积

层是进行生态地质学研究的良好载体。 海鸟、海兽的

聚集地及其附近的积水区一般存在许多含有生物排

泄物的堆积层以及含粪的沉积层（其中可能包含动

植物的遗体、遗迹和遗物如毛发、骨骼、牙齿、废弃巢

穴和植物残体等），将其定义为粪土沉积层，可用于

重建人类世以来生态和环境演化过程。 因此以粪土

层沉积为载体的生态地质学研究成为人类世全球变

化和沉积学领域的一个新的研究方向。

３　 人类世生态地质学研究方法与应用

作为人类世研究的一个部分，南极无冰区生态地

质学的这套理论和方法也可以应用于人类世生态地

质学研究。 人类世沉积环境研究正在从学术水平上

被提升到社会需求水平，从单一的地质问题研究向综

合的地球系统科学研究转变。 南极无冰区生态地质

学的理论和方法，不应该仅仅局限在南极大陆边缘的

狭小空间，而应该将成套研究方法放在全球的沉积学

大平台上进行探索性地应用，它为生态对全球气候变

化的响应这一人类世沉积学研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

方法。
生态地质学是以粪土沉积层作为记录过去生态

环境信息的载体，通过生物圈与其他圈层的相互作用

过程，研究物质在水、岩、土、气界面上的循环。 因此

生态地质学是一门多学科交叉的科学，这也就要求我

们不能仅仅关注单个圈层的变化，而要将各个圈层联

系起来，作为一个整体深入的探索自然系统中的奥

秘，其实，在自然背景下利用系统的观点，很多看似矛

盾的现象都可以找到合理的答案。 在研究方法上，生
态地质学利用沉积学与地球化学、生物学、古气候学

以及其他先进的技术手段等多学科交叉来探索宏观

的气候、生态与环境变化的问题。 因此，人类世生态

地质学是全球变化和地球系统科学领域的一个全新

的研究方向。
研究表明，在南极和北极无冰区以及低纬度地区

的我国南海西沙群岛应用粪土层作为生态地质学的

研究载体是完全适用的［６，９，１１，２７⁃３３］。 在我国的偏远地

区，如青藏高原、西北地区等，寻找那些基本没有受到

人类活动干扰的湖泊和湿地，应用粪土沉积层这个重

要的生态环境载体研究候鸟对气候变化的响应等科

学问题上可能会有很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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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　 人类世沉积学与元素地球化学、同位素地球化

学的交叉

在南极阿德雷岛 Ｙ２ 淡水湖泊沉积中，我们注意

到企鹅粪土层 Ｓｒ、Ｆ、Ｓ、Ｐ、Ｓｅ、Ｂａ、Ｃａ、Ｃｕ 和 Ｚｎ 这 ９ 种

元素相对富集并显著相关，其中 Ｐ 的含量普遍偏高，
最高可达 １５％，这 ９ 种元素是企鹅粪土的生物标型元

素。 根据这些标型元素的丰度首次揭示了过去 ３ ０００
年企鹅数量的变化及其与气候变化的关系［１１］。 从企

鹅数量变化曲线可以看出（图 ２），历史时期企鹅种群

数量出现过明显的波动，在 ２ ３００ ～ １ ８００ Ｂ．Ｐ．期间，
企鹅数量锐减，在 １ ８００ ～ １ ０００ Ｂ．Ｐ．期间，企鹅数量

增加，其中大约在 １ ８００～１ ４００ Ｂ．Ｐ．期间企鹅数量尤

为繁盛。 但是除了企鹅粪的输入外，风化土壤等其他

物质来源也可能对这 ９ 种生物标型元素的含量产生

影响，从而影响曲线的生物学意义。 因此，有必要寻

找更加准确的生物学指标，而某些同位素在风化土壤

中含量非常低并且波动极小，可以将同位素地球化学

与沉积学结合起来应用于企鹅、海豹的古生态研究

中。 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粪土沉积层中酸溶相
８７Ｓｒ ／ ８６Ｓｒ 值以及 δ１３Ｃ、δ１５Ｎ 等指标可以准确地指示历

史时期企鹅、海豹的数量变化［２９⁃３１］。 除此之外，粪土

沉积层中的有机分子标志物粪甾醇和胆甾醇指标与

上述无机指标也是一致的［１２⁃１３］，这进一步说明了运

用粪土沉积层来研究海鸟、海兽的古生态演化过程是

可靠的。
　 　 同样的研究方法也被应用到了南海西沙群岛地

区。 对南海甘泉岛 ＧＱ 海鸟粪土层沉积剖面元素地

球化学研究发现，Ｃｕ、Ｚｎ、Ｃｄ、Ｐ、Ｂａ、Ａｓ、Ｓｅ七种元素

图 ２　 南极阿德雷岛过去 ３ ０００ 年企鹅数量变化历史（据 Ｓｕｎ ｅｔ ａｌ．［１１］修改）
ａ． 沉积剖面中元素 Ｓ、Ｐ２Ｏ５、ＣａＯ、Ｃｕ、Ｚｎ、Ｓｅ、Ｓｒ、Ｂａ 和 Ｆ 的含量随深度的变化；ｂ．沉积剖面中碳同位素的变化；ｃ．因子分析结果与降雨量的对比，因

子 １ 的载荷代表了过去 ３ ０００ 年企鹅数量变化的历史

Ｆｉｇ．２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ｐｅｎｇｕｉｎ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３ ０００ ｙｅａｒｓ ｉｎ Ａｒｄｌｅｙ Ｉｓｌａｎｄ， 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ａ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ｆｒｏｍ Ｓｕｎ ｅｔ ａｌ．［１１］ ）
ａ．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ｐｒｏｆｉｌｅｓ ｏｆ Ｓ， Ｐ２Ｏ５， ＣａＯ， Ｃｕ， Ｚｎ， Ｓｅ， Ｓｒ， Ｂａ ａｎｄ Ｆ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ｉｎ Ｙ２ ｌａｋｅ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ｂ．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ｐｒｏｆｉｌｅｓ ｏｆ ｓｔａｂｌｅ ｉｓｏｔｏｐｅ δ１３Ｃ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ａｒｂｏｎ； ｃ．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ｆａｃｔｏ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ｒｅｃｏｒｄ；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ｆａｃｔｏｒ １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ｐｅｎｇｕｉｎ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３ ０００ ｙｅａｒ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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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在深度剖面上表现出很好的协同变化趋势，是该

地区海鸟粪土层的生物标型元素，它们的含量变化主

要反映了不同时期海鸟粪输入量的变化，通过这些地

球化学指标恢复了历史时期该岛的海鸟数量变化

记录［３２］。
通过对南极和南海地区含生物粪的集水区沉积

剖面进行元素、同位素地球化学分析并对沉积层进行

精确定年，识别粪土层标型元素组合特征；综合对比，
结合多个同位素和有机分子标志物指标，重建该地区

历史时期海鸟数量变化的高分辨率记录，通过对比该

区域的气候变化记录可以更好的研究人类和自然因

素对南极和南海生态的影响，对于评估未来人类对生

态环境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１５］。
３．２　 人类世沉积学与有机地球化学的交叉

利用无机标型元素可以表征物种的生态历史，然
而却不能区分不同物种之间的变化过程，动植物的遗

体以及排泄物中都含有大量的生物有机标志物，这些

有机标志物对于探讨当地动物和植被的生态变化历

史具有重要意义，粪土层中有机生物标志物指标也可

以为无机标型元素提供有力的支撑。 粪土沉积层中

的有机生物标志物指标比较灵敏，但是降解过程对该

指标可能有一定程度的影响，而无机元素则相对稳

定，但是风化土壤等本底输入会影响其准确性，尽管

两者各有优劣，但是利用有机生物标志物可以同时指

示主要物种和植被的生态演化历史，跳出了无机标型

元素只能表征主要物种的局限［１２⁃１３］。 因此，将沉积

学与有机地球化学交叉是一项非常有趣的工作。
在南极企鹅粪土沉积中检测到比正构烷烃浓度

还高的烯烃，表明当地有机物的保存极其完好。 高浓

度的粪甾醇和胆汁酸，说明当地有机物输入的主要来

源于企鹅粪。 低等藻类的变化趋势与企鹅数量变化

一致，这类植物依赖企鹅而生，以企鹅粪为主要养分。
苔藓植被显示了与企鹅数量变化相反的趋势，表明企

鹅数量增加，活动区域的扩大，影响了苔藓的生长［１４］

（图 ３）。
除此之外，通过分析南极纳尔逊冰盖前缘冰水沉

积物和阿德雷岛无冰区企鹅粪土层中有机氯农药

ＤＤＴ、ＨＣＨ 的浓度发现，两者的 ＤＤＴ 沉积通量变化记

录截然不同，随着全球范围的 ＤＤＴ 相继禁用，大气沉

降的 ＤＤＴ 约从 １９７０ 年开始大幅降低，而冰缘的 ＮＲ
沉积芯的 ＤＤＴ 沉积通量却不降反升，研究表明，从
１９７０年以后，ＮＲ 沉积芯中 ＤＤＴ 的沉积通量不断升高

是全球变暖导致冰盖亏损的结果［３３］。
应用粪土沉积层有机生物标志物来研究动植物

的生态历史及其相互之间响应关系、有机污染物的历

史记录等有着重要的生态学意义和环境意义。
３．３　 人类世沉积学与生物学的交叉

南极磷虾是南大洋海豹、海鸟和鱼类的重要食物

来源，是南大洋生态系统的重要物种。 因此南极磷虾

的变化直接影响着南大洋生态系统的命运，恢复南极

磷虾的生态历史与气候变化之间的关系是我们了解

未来南大洋生态系统发展趋势的重要依据［３４］。 我们

已经成功运用标型元素、同位素地球化学等手段恢复

了历史时期海鸟、海兽的变化记录，而重建磷虾的生

态历史需要更深入和独特的研究方法。
阿德雷企鹅和南极毛皮海豹优先选择磷虾作为

食物，当磷虾数量不足时，鱼类在其食谱中的比例开

始增加［３５］，因此，阿德雷企鹅和毛皮海豹的食谱组成

和营养级变化可以间接地反映磷虾的生态历史。 研

究表明，生物体中δ１５Ｎ的变化可以作为研究海鸟的

图 ３　 南极阿德雷岛粪土沉积 Ｙ２ 中的生物标志物与生物标型元素的变化（据 Ｗａｎｇ ｅｔ ａｌ．［１４］修改）
Ｆｉｇ．３　 Ｐｒｏｆｉｌｅｓ ｏｆ ｂｉｏｍａｒｋｅｒｓ ａｎｄ ｂｉｏ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Ｙ２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Ａｒｄｌｅｙ Ｉｓｌａｎｄ， 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ａ．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ｆｒｏｍ Ｗａｎｇ ｅｔ ａｌ．［１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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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谱组成、营养级水平及其取食行为信息的重要指

标［３６⁃３８］。 因此，企鹅、海豹粪土沉积层中企鹅残骨、
羽毛和海豹毛的 δ１５Ｎ 信息可用于研究过去企鹅、海
豹食谱营养级变化及其所指示的南极磷虾数量动态。
　 　 Ｈｕａｎｇ ｅｔ ａｌ．［８］对南极菲尔德斯半岛毛皮海豹毛

序列进行了稳定 Ｎ 同位素分析，发现该地区毛皮海

豹过去近百年来的 δ１５Ｎ 显示出持续上升的趋势，指
示其食谱中磷虾比例在不断下降，近 ３０ 年来的实际

监测数据也显示该海域的磷虾数量呈整体下降趋

势［３９］。 在更长的时间尺度上，东南极西福尔丘陵阿

德雷企鹅食谱在过去 ８ ０００ 年来发生了显著的波动

变化，在 ６ ３００～６ ０００ Ｂ．Ｐ．期间的海冰密集度强的寒

冷时期企鹅毛骨中 Ｎ 同位素偏亏损，指示较高的磷

虾种群丰度，企鹅捕食较多磷虾；而在 ７ ０００ ～ ６ ５００
Ｂ．Ｐ．期间的气候温暖时期企鹅 Ｎ 同位素偏富集，指示

较低的磷虾种群丰度，企鹅捕食更多的鱼类［７］，与上

述毛皮海豹营养级与南极气候海冰之间的关系相似

（图 ４）。

图 ４　 全新世以来阿德雷企鹅骨骼和羽毛中氮同位素

的变化历史（据 Ｈｕａｎｇ ｅｔ ａｌ．［７］修改）
Ｆｉｇ．４　 δ１５Ｎ ｖａｌｕｅ 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Ａｄｅｌｉｅ ｐｅｎｇｕｉｎ ｂｏｎｅｓ

ａｎｄ ｆｅａｔｈｅｒ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Ｈｏｌｏｃｅｎｅ ｅｐｏｃｈ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ｆｒｏｍ Ｈｕａｎｇ ｅｔ ａｌ．［７］ ）

３．４　 人类世沉积学与生态毒理学的交叉

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活动对全球环境造成了严重

的影响，从有机农药的使用到各种重金属污染物的排

放，这些污染物逐渐进入到水圈、生物圈等各个圈层，
并逐渐在生物体中富集，近代环境污染对生物体的组

织结构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通过对粪土沉积以及生物

组织中重金属及有机农药等污染物的研究，有助于更

好地评估人类活动对全球生态系统的影响。
研究表明，海鸟、海兽的排泄物对污染物有生物

放大的作用［４０⁃４２］，但排泄物中的放大作用与生物体

内包含不同部位污染物的积累效应是复杂的。 比如，
过去 １ ５００ 年来南极海豹毛、粪土沉积中记录的 Ｓｅ、
Ｈｇ 含量显著正相关，这表明，Ｓｅ、Ｈｇ 之间存在明显的

拮抗作用，海豹体内存在着对 Ｈｇ 污染的自动保护机

制［４３］。 与此同时近百年来随着 Ｐｂ、Ｈｇ 等重金属污

染物激增，海豹毛中 Ｈｇ 含量的剧烈上升，Ｓｅ 含量却

突然降低了，它是否标志着对 Ｈｇ 侵入的自动保护机

制削弱了呢？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出现的有机合成农药，如杀虫

剂、除草剂等，多数为难降解，高毒、高残留物质，它们

在极地留下了明显的痕迹，并在生物体内造成了负

担［４４］。 研究表明，它们并没有随着高毒农药的禁用、
限用而在生物体及排泄物中消失［３３］。
３．５　 人类世沉积学与古气候学的交叉

热带辅合带（ＩＴＣＺ）的南北摆动对赤道太平洋地

区降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东西太平洋两侧的

降水却成镜像对称变化，因此 ＩＴＣＺ 的南北摆动并不

是影响太平洋地区降水的唯一因素，而沃克环流等热

带气候系统可能也是影响热带降雨的重要因素，一般

在厄尔尼诺期间，沃克环流减弱，其上升支离开西太

暖池向东移动，这就导致西太平洋相对正常年份降雨

更少，而在拉尼娜期间则正好相反。 我们利用西沙群

岛东岛的三根粪土沉积柱 ＤＹ２、ＤＹ４ 和 ＤＹ６ 的粒度、
介形类和植物种子同位素等指标重建了该地区过去

千年的降雨变化，结合目前热带太平洋地区已有的一

些降雨记录，深入探讨了热带太平洋地区的降雨机

制，并对热带辅合带和沃克环流等气候系统的变化进

行了详细的分析讨论［４５］。 结果显示（图 ５），在相对

温暖的时期（ＡＤ １０００ ～ １４００ 和 ＡＤ １８５０ ～ ２０００），南
海东岛地区降水较少，而在相对寒冷的时期（小冰期

期间），南海东岛地区则降水较多，相对比较湿润。
考虑到采样点的位置，ＩＴＣＺ 的南北摆动理论很难解

释该地区重建的降雨记录，结合目前热带太平洋地区

已有的降雨记录综合分析，我们认为尽管热带辐合带

的南北摆动可能对太平洋地区水文循环的变化具有

重要影响，但是沃克环流的变化也可能在太平洋地区

长期的水文循环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尤其是东西太平

洋两侧的上升支和下降支区域。
３．６　 人类世沉积学与社会科学的交叉

　 　 人类文明对全球环境的影响在几千年前就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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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热带太平洋地区过去千年降雨记录（据 Ｙａｎ ｅｔ ａｌ．［４５］修改）
Ｗ１．南海东岛牛塘湖泊沉积物的平均粒径；Ｗ２．印度尼西亚的海水氧同位素记录；Ｗ３．印度尼西亚海洋沉积物中 Ｃ３０ ｎ⁃ａｃｉｄｓ 的氘同位

素记录；Ｍ１．华盛顿岛湖泊盐度记录；Ｅ１．埃尔达湖泊沉积物中的砂含量；Ｅ２． Ｌａｇｕｎａ Ｐａｌｌｃａｃｏｃｈａ 沉积物的红色色度。

Ｆｉｇ．５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ｍｉｌｌｅｎｎｉｕｍ ｆｒｏｍ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Ｐａｃｉｆｉｃ（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ｆｒｏｍ Ｙａｎ ｅｔ ａｌ．［４５］ ）
Ｗ１． ｍｅａｎ ｇｒａｉｎ ｓｉｚｅ ｏｆ Ｃａｔｔｌｅ Ｐｏｎｄ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 ｆｒｏｍ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Ｗ２． δ１８Ｏ ｏｆ ｓｅａｗａｔｅｒ ｆｒｏｍ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Ｗ３． δＤｗａｘ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３０ ｎ⁃

ａｃｉｄｓ ｆｒｏｍ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ｍａｒｉｎｅ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Ｍ１． ｌａｋｅ ｓａｌｉｎｉｔｙ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ｏｆ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Ｉｓｌａｎｄ； Ｅ１． ｓａｎｄ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ｓ ｆｒｏｍ Ｅｌ Ｊｕｎｃｏ ｌａｋｅ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Ｅ２．
ｒｅｄ ｃｏｌｏｕｒ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ｏｆ Ｌａｇｕｎａ Ｐａｌｌｃａｃｏｃｈａ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开始［１６，４６］，并且影响程度日益加剧。 人类对南极的

影响也不仅仅是从人类登上南极大陆开始，其实，早
在中国的龙山文化和古埃及文明时期，青铜器的加工

冶炼活动释放的 Ｐｂ、Ｈｇ 等污染物就通过食物链在南

极的粪土沉积物中被保存了下来［１０，１６］，因此粪土沉

积是记录人类文明的理想载体。
Ｓｕｎ ｅｔ ａｌ．［１６］通过南极乔治王岛粪土沉积柱中的

海豹毛恢复了过去 ２ ０００ 年海豹毛中汞含量记录，发
现汞含量变化与人类文明具有很好的对应关系（图
６）。 在公元 １８～３００ 年，罗马帝国为满足金银冶炼的

需要发展了火法冶炼辰砂制汞技术［４７］，此时，中国汉

朝也开始大量冶炼黄金［４８］，导致汞含量在这一时期

出现一个峰值。 此后，汞含量开始降低，可能与罗马

帝国的衰败以及中国黄金产量的降低有关。 公元

７００ 年左右，玛雅文明不断繁荣，冶金活动频繁［４９］，

并且中国和日本在这一时期盛行佛教，在寺庙建筑的

镀金过程中释放了大量汞蒸气，在加上阿拉伯人在这

一时期开采阿尔马登汞矿［４７］，这些活动使得汞排放

量急剧升高，导致海豹毛中汞含量的峰值。 在公元

１０５０～１２００ 年左右，海豹毛中汞含量再次跌入低谷，
可能与欧洲现有银矿开采殆尽有关。 而在公元 １１００
～１５００年左右，南美洲印加文明开采金矿的过程中加

热的操作使得矿石中大量汞蒸气被释放出来［５０］，基
督王国时期（公元 １２００ 年），金银生产的再度兴盛伴

随着又一个高的汞排放时期。 不过，欧洲中世纪末期

由于黑死病的蔓延，降低了汞消费。 自从工业革命以

来，燃煤、氯碱工业、炼油工业成为汞的主要人类排放

源［５１⁃５４］。
　 　 致谢　 本文系统总结了过去 ２０ 年来中国科学技

术大学极地、南海研究团队的研究成果。 将生态地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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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２ ０００ 年来（ａ）南极海豹毛中的 Ｋ２Ｏ、Ｎａ２Ｏ、Ｐ 含量；（ｂ）海豹毛；（ｃ）ＨＦ４ 沉积物；（ｄ）Ｙ２ 沉积物中的 Ｈｇ 含量的变化

（根据 Ｓｕｎ ｅｔ ａｌ．［１６］重绘）
Ｆｉｇ．６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ｒ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２ ０００ ｙｅａｒｓ（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ｆｒｏｍ Ｓｕｎ ｅｔ ａｌ．［１６］ ）

ａ． Ｋ２Ｏ， Ｎａ２Ｏ ａｎｄ Ｐ ｉｎ ｔｈｅ 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 ｓｅａｌ ｈａｉｒｓ． ｂ．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ｍｅｒｃｕｒｙ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ｅａｌ ｈａｉｒｓ； ｃ．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ＨＦ４； ｄ．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Ｙ２

学与人类世研究结合起来，是一次理论的提升，感谢

王成善院士在这方面给予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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